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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选择：
基于返乡创业的分析视角

罗竖元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其关键在于引导农民工实现市民化。 研究表

明，随着农民工群体“二次分化”的加剧，返回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已成为农民工一种理

性选择。 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意愿受到农民工创业能力、创业环境与社会网络的显著

影响，且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应根据不

同的群体特征进行分类引导，采取不同的市民化模式。 在引导农民工在大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的

同时，积极引导一部分农民工“进城打工学习—积累创业资本—返乡创业实践”模式，加快职业上“去

体力化”和身份上“去农民工化”进程，从而顺利实现“就地市民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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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现代化语境下，农民工如何顺应传统农业社会的消逝与现代工业社会兴起的趋势，由农

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实现向市民的转化，这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转型难题。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

续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使计划经

济时期城乡二元治理体制下隔离政策所导致的长期积累的人口流动“势能”开始补偿性释放，
同时，中国开启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 “世界工厂”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释放，构成了

一对相互配合的推力和拉力，将一批又一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１］ 。 在城

市高收入就业机会的“拉力”与传统农业“内卷化”导致的农业收入持续低下的“推力”作用下，
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２０１５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２０１５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 ２７７４７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３５２ 万人，增长 １．３％，其数量超过了

城市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劳动力群体。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能否顺利地实现市民化是衡量我

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形成了

“一个国家，两个社会”的格局 ［２］ 。 农民工要从一个“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不可能一蹴而

就。 等级化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一制度的各种权利与福利造成的“功能超载”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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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其向现代市民的转变，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矛盾性的职业身份，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

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推卸劳动力再生产责任，最大程度地降低劳动成本提供了制度性便利。 “农

民工”身份代表着一种体制性伤害，而这种伤害为资本所利用，成为资本过度剥削的条件 ［１］ 。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困境以及实现的路径选择等方面的探讨。 一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

状进行考察。 有研究认为，在“体制壁垒”与“资本壁垒”双重排斥下，使农民工长期被城市区隔

和另类标签，以户口为基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劳动力被人为的分割为“正式市场”与

“非正式市场” ，农民工往往只能在非正式市场就业。 导致其仍然停留在“半城市化”状态，在城

市继续形成了“都市里的村落”或“都市里的村民” ，从而在原有城乡二元差距转变为城市内部

的新二元结构。 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双重二元结构”或“三元社会结构” ，
即在传统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出现了新的一极———流动农民工，是一个被排斥在城市居

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 ［３］ 。 二是对造成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规范性阐释。 有学者认

为人力资本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越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就越强 ［４］ ，但
目前农民工教育水平较低以及职业培训不足等制约其市民化进程 ［５］ 。 也有学者从社会网络的

视角出发，认为社会网络，特别是再生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地推进作用 ［６］ ，但目

前农民工进城后自身处于社会分层序列的底层，农民工只能围绕地缘、血缘、亲缘等关系为基

础，在城市“复制”原有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而这种同质性强、异质性差的社会网络很难为农

民工提供在城市中向上流动的机会 ［７］ 。 同时也有学者基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范式，认为目前我国

户籍制度中“嵌入”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和利益，使户口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化或等级化，这种户口

的“功能超载”已经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了“社会空间等级” ［８］ ，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座难以逾越

的“隔离墙” 。 将大量农民工阻挡在城市之外，严重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的可能和路径 ［９］ 。 三

是就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有学者将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概

括为“农民工户籍化城镇化”和“农民工常住化城镇化”等两类代表性的路径选择 ［１０］ 。 此外，也
有学者探讨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社会适应问题以及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认为农民工返乡后一

般能顺利地“与村民进行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并参与到村庄的社会性竞争” ［１１］ 。 从而可以开

拓一条符合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和人口流动规律的“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道路 ［１２］ 。
综观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方面，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民

工在大中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探讨，而忽视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其他可能实现途径的关注。
以往研究大都将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途径视为一个在大中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的同质性过

程，已不能掩盖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模式选择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其实目前农民工主动返回

当地的中小城镇，通过创业等就业方式实现“就地市民化” ，成为农民工留在大城市、返回传统

农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虽然从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政策等方面

对农民工市民化目前的困境进行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但忽视了对农民工市民化载体的探讨。 本

研究认为在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民工创业成为了农民工实现市民

化的重要途径。 创业不仅可以推进农民工实现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等方

面向市民的转化，而且还能有效防止农民工陷入“虚市民化”或“半市民化”的陷阱。 基于此，本
研究试图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分析视角，以农民工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为自变量，返乡

创业意愿和行动为中介变量，市民化的模式选择为因变量，综合探讨这三者间的直接关系与间

接关系，这将在一定程度弥补已有研究缺陷，有利于揭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全景” 。 从而为

引导农民工选择合适的市民化道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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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变量的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界定

１． 因变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 而现代人应该具有一整套与现代社

会相适应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 ［１３］ 。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经济层面、
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等三个维度 ［１４］ ，也有学者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

等四个维度探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１５］ 。 本研究在厘清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地点选择两个维度，将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状态进行了类型化分类，将其

归纳为 ４ 个主要类型，即异地市民化、“钟摆式”务工型、就地市民化、返乡务农型等 ４ 种类型。
其中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的主动返乡农民工，在当地中小城

镇通过创业等就业途径，逐步就地在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从农

民工向市民转换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选择，在分析过程中建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来探

讨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选择意愿，将有就地市民化意愿用“ １”表示，而没有就地市民化意愿（选

择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 ，用“０”表示。
２．自变量：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

有学者从机会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两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的创业能力 ［１６］ 。 也有学者从农

民创业能力来源的视角出发通过因子分析将其界定为创新性、合作性和坚韧性三个维度 ［１７］ 。
为有效测量农民工的创业能力，本研究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包括 １６ 个指标的农民

工创业能力量表，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为 ０． ８３１，说明量表的信度较高。 而量表的

ＫＭＯ 统计量为 ０．８４９， 其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 ９５９１．２５７，ｐ＜０．０００，达到显著，表明调

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对 １６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资源整

合运营因子” 、“创新创业意识因子” 、“创业知识技能因子”和“机会评价利用因子”等 ４ 个新因

子。 这 ４ 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６０．９２２％。 在分析时将四个因子进行综合，综合因子的

计算根据每个因子的特征值所占的比率乘以因子值。 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示因子得分状况，本
研究将其转换成为 １ ～ １００ 之间的指数。①

表 １　 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因子分析（Ｎ＝ １６０１）

农民工创业能力测量指标
资源整合

运营因子

创新创业

意识因子

创业知识

技能因子

机会评价

利用因子
共量

Ｎ１ 我善于整合分散资源去完成任务或活动 ０．７３６ ０．１３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６０３

Ｎ２ 我能够充分利用好获取资源的各种渠道 ０．７３０ ０．１８３ ０．０６８ ０．２２７ ０．６２３

Ｎ３ 我善于配置和发挥好团队成员的能力 ０．６７２ －０．０５８ ０．３７１ ０．２１６ ０．６４０

Ｎ４ 我会通过各种渠道去结识新朋友 ０．６４６ ０．１５４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３ ０．５２６

Ｎ５ 我善于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 ０．５１６ ０．３０９ ０．３６４ ０．１２２ ０．５０９

Ｎ６ 我喜欢自主创业的生活方式 ０．３２５ ０．７０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６ ０．６３２

Ｎ７ 我希望通过创业获得更多财富 ０．４７３ ０．７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２３６ ０．７８２

Ｎ８ 我渴望拥有成功创业人士的生活方式 ０．０４３ ０．６７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５ ０．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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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Ｂ）·Ａ。 其中，Ａ ＝ ９９ ／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 Ｂ ＝ （ １ ／ Ａ） －因子最小

值。 Ｂ 的公式亦为，Ｂ ＝ ［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 ９９］ － 因子最小值。 参见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载《社会

学研究》 ，２００７（ ３） ：３９－５５。



续表 １

农民工创业能力测量指标
资源整合

运营因子

创新创业

意识因子

创业知识

技能因子

机会评价

利用因子
共量

Ｎ９ 我希望通过创业更好地回报社会 ０．０６２ ０．６６６ ０．３１２ ０．１６５ ０．５７２

Ｎ１０ 我希望通过创业来施展自己的才能 －０．０９８ ０．５３８ ０．３７１ ０．４６６ ０．６５４

Ｎ１１ 我喜欢用创新的方法处理面临的问题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６ ０．７８８ ０．１５１ ０．６６６

Ｎ１２ 我能有效学习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技能 ０．２４８ ０．１３８ ０．７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６０６

Ｎ１３ 我经常思考和关注如何才能创新 ０．１７０ ０．３０６ ０．６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５０７

Ｎ１４ 我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０．４１１ ０．１４０ ０．５５６ ０．１６１ ０．５２３

Ｎ１５ 我会通过实践评估商业机会的可行性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５ ０．１４８ ０．８０４ ０．６９８

Ｎ１６ 我会通过与人交流来发现商业机会 ０．４１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３０ ０．７３２ ０．７３１

特征值 ３．０３５ ２．５２３ ２．４８９ １．７０１

解释方差（％） １８．９６８ １５．７６８ １５．５５４ １０．６３２

累计解释方差（％） １８．９６８ ３４．７３６ ５０．２９０ ６０．９２２

因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０．８４２ ０．８２２ ０．８０７ ０．８１３

Ｐｃ（组合信度） ０．８３１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球形度检验 ９５９１．２５７

ＤＦ １２０

ＫＭＯ ０．８４９

ｓｉｇ ０．０００

　 　 　 注：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Ｋａｉｓｅｒ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 ９ 次迭代后已收敛。

同时，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资源转换的视角，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划分为“先赋性社会

网络资源”和“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 。 其中农民工的先赋性社会网络资源主要指农民工进城

务工之前以血缘、婚姻、亲缘和地缘等为连接纽带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以特殊主义的义务性和情

感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 而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主要是指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后主动

构建的，以法制关系、契约观念、市场信用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以普遍主义和工具性为主要特征

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研究采用以自我中心网络作为社会网络分析对象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
测量中也以春节拜年交往为事件依托，采用“定位法”来测量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在实

际调查中延续边燕杰等在“春节拜年网”使用的 １９ 种职业，分别询问了被访者在“老家”和“就

业地”春节拜年的对象是否包括我们所列举的 １９ 种职业 ［１８］ 。 在具体分析时对网络差异、网络

规模、网络顶端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分别得到“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和“自致性社会网络

因子”两个因子， 同时将其转换成为 １ ～ １００ 之间的指数。 分析结果见表 ２ 和表 ３。
表 ２　 农民工先赋性社会网络资源的因子分析（Ｎ＝ １６０１）

先赋性社会网络测量指标 先赋性社会网络资源因子 共量

网络差异 ０．８７７ ０．７６９

网络规模 ０．７９７ ０．６３６

网络顶端 ０．７７５ ０．６００

特征值 ２．００５

解释方差 ６６．８２４％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０．７０７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１２１６．７００

ＤＦ ３

ＫＭＯ ０．６４７

ｓｉｇ ０．０００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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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农民工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的因子分析（Ｎ＝ １６０１）

自致性社会网络测量指标 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因子 共量

网络顶端 ０．８６６ ０．７５０

网络差异 ０．７４５ ０．５５５

网络规模 ０．７３０ ０．５３３

特征值 １．８３９

解释方差 ６１．２８５％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０．６９７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１７４．９５２

ＤＦ ３

ＫＭＯ ０．６７２

ｓｉｇ ０．０００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而农民工创业环境是指农民工创业行为意向性（或业已开展创业实践）区域内对潜在创业

者创新思想的形成和创业活动的开展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总和。 有学者

从金融支持、创业政策、技能培训、创业培训、自然资源状况、农村基础设施状况、社会文化规范、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配套产业的完善程度等方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进行评价 ［１９］ 。 也有学者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创业环境指标体系进行筛选优化，构建了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法律政

策环境、创业服务环境、智力支撑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内的区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２０］ 。 本研

究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包括 １７ 个指标的创业环境量表①，并分别对农民工就业地以及

家乡的创业环境进行了调查，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为 ０．７９７，说明量

表的信度较高。 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对 １７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服务环境因子” 、
“融资环境因子” 、“消费潜能因子”和“政策环境因子” ４ 个因子。 在分析时根据每个因子的特

征值所占的比率乘以因子值对这 ４ 个因子进行综合，同时将其转换成为 １ ～ １００ 之间的指数。
３．中介变量：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种积极的主动型就业方式。 其返乡创业不仅受到创业能力、社会网络

和创业环境的影响，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状况又直接影响其就地市民化模式的选择。 而对返乡

创业的测量，本研究从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两个角度进行测量，在统计分析时分别将

其设置为一虚拟变量。
表 ４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赋值及解释 均值（Ｍ）标准差（ ＳＤ）变量属性

因变量

　 　 　 　 　 　 　 就地市民化意愿 就地市民化 ＝ １，异地市民化 ＝ ０ ０．４８ ０．３２ 定类

自变量

　 创业能力 创业能力因子 用农民工创业能力量表因子分析得到的 ４ 个因子的

特征值所占的方差贡献率乘以因子值之和来表示。
５８．３６ ２０．１７ 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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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民工创业环境量表的 １７ 项测量指标分别是：当地非常鼓励年轻人创业、当地有良好的信息咨询服务、当地有良好

的法律法规服务、当地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当地有良好的产品销售服务、当地政府重视创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当地对创

业失败者很宽容、当地有公平的融资政策、当地有健全的社会融资机制、当地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当地居民的需求越来越多

样化、当地流动人口增多、潜在消费者群体增大当地人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当地正在创业的人很多、当地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

政策、当地政府对创业者会大力进行政策支持、当地政府法规政策比较完善。



续表 ４

变量 变量赋值及解释 均值（Ｍ）标准差（ ＳＤ）变量属性

　 社会网络 先赋性社会网络 用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社会网络的网络差异、网络规

模、网络顶端等 ３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的因子得分

来表示

４５．７６ １５．６４ 定距

自致性社会网络 用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后在城市建立社会网络的网络

差异、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等 ３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后的因子得分表示

４１．３７ ２１．０７ 定距

　 创业环境 就业地创业

环境因子

用农民工就业地创业环境量表因子分析得到的 ４ 个

因子的特征值所占的方差贡献率乘以因子值之和来

表示。

６５．４７ １７．２３ 定距

家乡创业环境因子 用农民工家乡创业环境量表因子分析得到的 ４ 个因

子的特征值所占的方差贡献率乘以因子值之和来

表示。

５１．２１ ２３．４１ 定距

中介变量

　 返乡创业 返乡创业意愿 有 ＝ １，没有 ＝ ０ ０．６２ ０．３４ 定类

返乡创业行动 有 ＝ １，没有 ＝ ０ ０．３８ ０．２１ 定类

控制变量 年龄 农民工的日历年龄（岁） ２８．３２ ９．４２ 定距

受教育年限 农民工实际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年） ７．２９ ２．７３ 定距

性别 男性 ＝ １，女性 ＝ ０ ０．４８ ０．４９ 定类

婚姻 有配偶 ＝ １，无配偶 ＝ ０ ０．５１ ０．４９ 定类

务工时间 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年限（年） ９．９６ ６．６７ 定距

代际类型 新生代农民工（８０ 后） ＝ １，第一代农民工 ＝ ０ ０．４７ ０．４９ 定类

就业地阶层地位 下层 ＝ １，中下层 ＝ ２，中层 ＝ ３，中上层 ＝ ４，上层 ＝ ５ ２．６９ ０．７８ 定序

家乡的阶层地位 下层 ＝ １，中下层 ＝ ２，中层 ＝ ３，中上层 ＝ ４，上层 ＝ ５ ３．５７ ０．６４ 定序

　 　 注：本研究将所有因子分析的因子得分通过计算公式转换为了 １ ～ １００ 之间的指数。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研究”
（１３ＣＳＨ０３４）课题组在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对农民工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 本研究为了尽可

能弥补以往有关研究中农民工抽样调查因缺乏完整抽样框而带来的缺陷①，对农民工的抽样调

查分别采取流入地抽样调查和流出地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一次是采用流出地抽样

调查，此次调查实施于 ２０１４ 年春节期间，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多段抽样方法，先
从湖南、安徽和贵州省现有的市（州、地）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 ３ 个县（市、区） ，接着

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 ３ 个乡镇，再从每乡镇中各随机抽取 ５０ 户农民工家庭。 这

样在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共抽取到 １３５０ 个农民工家庭。 第二步是入户调查，从以上抽取的

１３５０ 户农民工家庭中各抽取 １ 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如果抽中的家庭中有正在返乡创业或

有返乡创业打算的农民工，则优先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若抽样的一个家庭中有 １ 名以上调查对

象时，则通过生日法（最接近 ７ 月 １ 日）抽取调查对象。 本次调研利用农民工返乡过年的时间段

从来源地获得调查样本，这样既能在对有限样本乡镇的调查中得到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地市民

化的丰富信息，同时，能有效克服目前大多数农民工研究在缺乏农民工抽样框的情况下直接在

城市进行抽样调查而造成样本代表性低的缺陷。 第二次抽样调查采取流入地抽样调查方式进

行，此次抽样调查是于 ２０１４ 年 ７—８ 月期间在第一次抽样调查抽中的样本县（市、区）所在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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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农民工群体抽样的探讨参见：朱磊：《流入地抽样抑或流出地抽样？ ———对当前农民工研究中抽样方法的评析》 ，
《青年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中心集镇，以及农民工创业园等返乡农民工创业地进行的。 这次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首先

采用配额（ ｑｕｏｔａ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抽样方法，预定的样本量为 ４５０ 个，在考虑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通过

“直接 进 店 进 厂 ” 和 “ 滚 雪 球 ” 的 方 法， 并 在 调 查 样 本 的 选 择 上 借 鉴 “ 被 访 者 驱 动 抽 样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的方法尽量弥补非概率抽样的缺陷。① 这样在每个抽中的样本

县（市、区）分别抽取 ５０ 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本研究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８００ 份，收回有效

问卷 １６０１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８８．９％。 其中，有效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 ６１２ 份，有效非返乡

创业农民工样本 ９８９ 份，第一代农民工样本 ８５０ 名，新生代农民工样本 ７５１ 名。 本研究在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选择时，为了重点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只将有市民化意愿的 １２０７
名农民工样本纳入模型进行分析，而“钟摆式”务工型和返乡务农型的农民工则没有纳入模型

进行分析。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模式选择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意愿的统计结果来看，选择就地市民化模式的有 ７８１ 人，占调

查对象的 ４８．７８％，选择异地市民化模式的有 ４２６ 人，占调查对象的 ２６．６１％，而选择“钟摆式”
务工型和返乡务农型模式的分别只有 ２８５ 人和 １０９ 人，分别仅占调查对象的 １７．８０％和６．８１％。
这表明随着农民工群体“二次分化”的加剧，返回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已逐渐成为

农民工的主要选择。
而从农民工市民化各类型的内部来看，第一代农民工选择“就地市民化” “钟摆式”务工型

和返乡务农型模式的人数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而选择异地市民化模式的人数明显低于新生

代农民工，这表明在市民化模式选择上，农民工基于各自特点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

（见图 １） 。

图 １　 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的代际差异

（二）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意愿分析

表 ５ 反映了基于各种设定情况下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计算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模型 １ 说明的

是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 ２ 说明的是创业能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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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被访者驱动抽样（ＲＤＳ）方法是在传统“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

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 该方法的理论依据与实施方法参见：刘林平，范长煜，王娅 ． 《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

工抽样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赵延东，Ｊｏｎ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

方法与实践》 ，《社会》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会网络、创业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的关系；模型 ３ 说明的是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

境与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的关系；模型 ４ 主要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创业行动对其就地

市民化模式选择的中介作用。 从模型中可以发现，除各变量的系数值存在差异外，其显著性和

系数方向均保持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 而从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的变化和卡方检验的结果可知，创
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是解释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以及市民化模式选择差

异的重要变量。
表 ５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与就地市民化意愿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Ｎ＝ １２０７）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因变量 ＝返乡创业意愿 因变量 ＝返乡创业行动 因变量 ＝就地市民化意愿 因变量 ＝就地市民化意愿

回归系数

（ Ｂ）

优势比

［ Ｅｘｐ （ Ｂ） ］

回归系数

（ Ｂ）

优势比

［ Ｅｘｐ （ Ｂ） ］

回归系数

（ Ｂ）

优势比

［ Ｅｘｐ （ Ｂ） ］

回归系数

（ Ｂ）

优势比

［ Ｅｘｐ （ Ｂ） ］

年龄 ０．０４５ １．０４６ ０．０３４ １．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１．０３５ ０．０３２∗∗∗ １．０３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３ １．０６５ ０．０６９ １．０７１ －０．０７５ ０．９２８ －０．０７４ ０．９２９

性别 ａ ０．１５３∗∗ １．１６５ －０．１７７∗∗ ０．８３８ ０．１７４∗∗ １．１９０ ０．１７２∗∗ １．１８８

婚姻 ｂ ０．０９７∗∗∗ １．１０２ ０．０７６∗∗∗ １．０７９ ０．０８１∗∗∗ １．０８４ ０．０８０∗∗∗ １．０８３

务工时间 ０．０６３ １．０６５ ０．０４１ １．０４２ ０．０４５ １．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１．０４４

代际类型 ｃ －０．１１２∗∗ ０．８９４ －０．１６２∗∗∗ ０．８５０ －０．１６２ ０．８５０ －０．１６４∗∗ ０．８４９

就业地阶层地位 －０．３２２∗∗∗ ０．７２５ －０．３１７∗∗ ０．７２８ －０．３１１ ０．７３３ －０．３１２∗∗ ０．７３２

家乡的阶层地位 ０．３１２ １．３６６ ０．３１８∗∗∗ １．３７４ ０．３１９ １．３７５ ０．３２１ １．３７９

创业能力因子 ０．０５７∗∗ １．０５８ ０．０６２∗∗∗ １．０６４ ０．０４３∗∗ １．０４４ ０．０３５∗∗ １．０３６

创业能力因子平方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２

就业地创业环境 －０．０２７ ０．９７３ －０．０２２ ０．９７８ －０．０２１ ０．９７９ －０．０１３ ０．９８７

家乡创业环境 ０．０５３∗∗ １．０５４ ０．０５７∗∗∗ １．０５９ ０．０５１∗∗ １．０５２ ０．０３１∗∗∗ １．０３１

先赋性社会网络 ０．０４４∗∗∗ １．０４５ ０．０４８∗∗∗ １．０４９ ０．０４６∗∗∗ １．０４７ ０．０３４∗∗ １．０３４

自致性社会网络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１ －０．１７ ０．９８３ －０．０３８ ０．９６２ －０．０２１ ０．９７９

返乡创业意愿 ｄ ０．１３２∗∗ １．１４１

返乡创业行动 ｅ ０．４６１∗∗∗ １．５８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１４ １．２３８ ０．２２７ １．２５５ ０．１１７ １．１２４ ０．２３５ １．２６５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ｄ ８４４．０１５ ８１２．０２４ ６８２．１４７ ７４１．６１０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１ ０．１５５ ０．２１９

卡方值 １１０．６３８∗∗∗ １２２．６２１∗∗∗ １５７．２５５∗∗∗ １８０．１８３∗∗∗

　 　 注：（ １）∗ ｐ ﹤ ０．１，∗∗ 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 ｐ ﹤ ０．００１。 （ ２） ａ 参照类别为“女性” ，ｂ 参照类别为“未

婚” ，ｃ 参照类别为“第一代农民工” ，ｄ 参照类别为“没有返乡创业意愿” ，ｅ 参照类别为“没有返乡创业行动” 。

从模型 １ 可以看出，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５３（ Ｐ ＜０．０５）和

０．０４４ （ Ｐ＜０．０１） ，表明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而从优势比来看，家乡创业环境、
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得分每提高 １ 分，其返乡创业意愿（相对于没有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民工）的
优势比会分别提高 ５．４％（１．０５４－１ ＝ ０．０５４）和 ４．５％（１．０４５－１ ＝ ０．０４５） 。 创业能力及其平方项

都显著，其回归系数前者为正（０．０５７） ，后者为负（ －０．００３） ，表明农民工创业能力与其返乡创业

意愿成倒 Ｕ 型关系，即创业能力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轨迹存在一个“拐点” ，在创业能力较低

时，随着创业能力的上升，其返乡创业意愿将提高，但是当其创业能力超过了“拐点” ，创业能力

的提高反而会降低返乡创业意愿。 这表明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在大城市处于“相对劣势” ，而返

回当地中小城市又体现为“相对优势”时，会激发其强烈地返乡创业意愿。
从模型 ２ 可以看出，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５７ （ Ｐ ＜０．０１）和

７７

第 ２ 期 罗竖元：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选择：基于返乡创业的分析视角



０．０４８ （ Ｐ＜０．０１） ，表明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有显著影响。 而从优势比来看，家乡创业环境、
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得分每提高 １ 分，其返乡创业行动（相对于没有返乡创业行动的农民工）的
优势比会分别提高 ５．９％（１．０５９－１ ＝ ０．０５９）和 ４．９％（１．０４９－１ ＝ ０．０４９） 。 创业能力及其平方项

都显著，其回归系数前者为正（０．０６２） ，后者为负（ －０．００３） ，表明农民工创业能力与其返乡创业

行动成倒 Ｕ 型关系，即创业能力对其创业行动的影响轨迹也存在一个“拐点” ，在创业能力较低

时，随着创业能力的上升，选择返乡创业行动的概率会提高，但是当其创业能力超过了“拐点” ，
创业能力的提高反而会降低返乡创业行动的概率。 可能这是因为当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可以在

大城市转换为现实的创业机会时，大都倾向于留在大城市创业。
从模型 ３ 可以看出，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和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４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１（ Ｐ＜０．０５）和 ０． ０４６ （ Ｐ ＜ ０． ０１） ，表明其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模式选择有显著影

响。 而从优势比来看，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得分每提高 １ 分，其就地

市民化的意愿（相对于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的优势比会分别提高 ４． ４％（１． ０４４ － １ ＝ ０． ０４４） 、
５．２％（１．０５２－１ ＝ ０．０５２）和 ４．７％（１．０４７－１ ＝ ０．０４７） 。 从模型 ４ 则可以得知，返乡创业意愿和返

乡创业行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１３２（ Ｐ ＜０．０５） 、０．４６１（ Ｐ ＜０．０１） ，表明其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

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而从优势比来看，与没有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的农民工相比，
有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意愿（相对于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的优

势比会分别提高 １４．１％（１．１４１－１ ＝ ０．１４１）和 ５８．６％（１．５８６－１ ＝ ０．５８６） 。 但在将农民工返乡创

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纳入模型后，农民工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与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其就

地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力有小幅度减小，说明这 ３ 个变量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

与返乡创业行动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其就地市民化意愿的。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在对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 １６０１ 名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
探讨了农民工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与返乡创业、市民化模式选择之间的影响关系与作

用机制，主要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初步结论。
（一）农民工群体“二次分化”加剧，“就地市民化”已成为农民工一种理性选择

本研究对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意愿的统计结果发现，在调查对象中有 ４８．７８％的农民工

有“就地市民化”的意愿，这和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 已有研究发现，仅有 １ ／ ２ 左右的农民工

“愿意放弃承包地成为城市居民” ，但“更愿意回老家”的人数只有不到 １ ／ ４ ［２１］ 。 而家庭收入水

平以及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所产生的收入位置感知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２２］ 。 这是因

为，在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农村与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
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 农民向城市转移有效弥补城市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 与此同

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２０％以上 ［２３］ 。 这种城市化严重落后

于工业化的推进模式导致目前进城务工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举步维艰。 其结果是现阶段大多数

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 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并未被看作是具有

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他们在制度上未被赋予基本权益 ［２４］ ，农民工不能在一种合法的秩序中

完成对城市经济生活的融入，很难获得对现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习得以及身份认同的转换，
从而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只能是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状态 ［２５］ 。

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在现代产业分工体系的作用下，出现了“二次分化” ［２６］ 。 农民工群体

已分化为一个异质性程度很高群体，从而导致其市民化的意愿与市民化能力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性。 因此，在引导农民工市民化时应根据其不同的群体特征进行分类指导，采取不同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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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时采取“异地市民化”与 “就地市民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在

大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的模式适合对城市适应能力强的“精英型”农民工群体，而“就地市民

化”模式对农民工群体中人数众多的“中间层”更为适合。 这是因为农民工出于自身市民化能

力的考量，一般会对大城市市民化的“门槛”作一个全面的评估，当自身市民化能力严重滞后于

大城市市民的基本要求时，大都会采取一种保守但又理性的选择，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要“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 。 这将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到市民化“门

槛”相对较低的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 。 此外，农民工家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生活

期望和社会归属，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会促使“中间层”农民工选择“就地市民化” ，这种表象

上的“逆城市化”的流动是其在社会结构制约下追求相对而言美好生活的理性选择 ［２７］ 。
（二）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和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意愿有显

著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

动以及就地市民化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而创业能力与其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成倒

Ｕ 型关系。 同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农民工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和先赋性社会网络通

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其就地市民化意愿的。 但纳入中介

变量后，农民工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与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其就地市民化意愿的直接影响力

只有小幅度变化，其变化幅度分别仅为 ０．８％、２．１％和 １．７％，可见，实证结果虽然发现农民工创

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与先赋性社会网络通过其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作为中介变量影

响就地市民化意愿，但施加的间接影响有限，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 这也折射出在推进农民工

市民化的实践中，农民工自身的能力、环境以及社会网络是影响其市民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２８］ ，自我发展能力

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 ［２９］ 。
已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产生积极影响 ［３０］ 。 社会网络显

著地影响农民工对创业所需的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获取 ［１６］ 。 创业环境则可以提高农民工创业

的积极性和创业成功的概率 ［３２］ 。 但将创业环境、社会网络和创业能力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

不能揭示其对农民工创业作用机制分化的真实情形，难以刻画其内部客观存在截然不同的二元

路径模式。 首先，创业能力与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和就地市民化意愿的关系不是一直

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 Ｕ 型发展轨迹。 这表明异地市民化是大部分农民工的“理想期待” ，
但就地市民化却是其“现实选择” ，但只要其创业能力得到切实提升，具备了在城市通过创业可

以实现异地市民化的“资格”和“能力”时，异地市民化还是农民工在选择市民化模式的首选。
其次，家乡的创业环境对其选择通过返乡创业来实现就地市民化有显著的“拉力”作用。 而就

业地创业环境则对其返乡创业发挥“推力”作用，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这可能与大中城市创业

与市民化的“高门槛”发挥的筛选机制有关，通过这一筛选机制已经将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屏

蔽”在外。 最后，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自致性

社会网络虽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意愿有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是因为各阶层在建立

和发展社会网络时往往具有高度选择性，一般会选择与自己阶层地位相同相近的人交往，这种

交往的“阶层界限”造成了阶层之间的相互隔离和自我封闭 ［３３］ 。 自身资源严重匮乏的农民工所

认识的人以社会底层人士为主，这样的结果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很少，往往在城市中复制、
重建血缘、地缘的先赋性社会网络，其社会交往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严重地制约了其自

致性社会网络资源的建立与拓展。 在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匮乏导致农民工社会网络资源结构

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主要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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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网络” ，其本身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 。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实现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可以通过“进城打工学习—积累创业资本—返乡创业实践”模式，加快职业上“去体力化”
和身份上“去农民工化”进程，从而顺利实现“就地市民化” 。 本研究实证结果发现，返乡创业是

农民工实现就地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与没有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的农民工相比，有返

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意愿（相对于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的优势比

分别提高 １４．１％和 ５８．６％。 已有研究也发现返乡创业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就地市民化程度

上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 ［３４］ 。 创业不仅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创造很好的社会效

益，如成功的移民创业者为后来者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激励更多的移民进行创业获得经济上的

融入 ［３５］ 。 而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市场化行为，其返乡创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在城市

工作的复制，同时返回家乡从事创业活动是一种实现其他相关目标的方式，如挣钱、与家人团

聚、摆脱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附庸、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背景下纠正其在本土的边缘地位 ［２４］ 。
虽然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践可能会再生产生计风险，但恰当的区位选择、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

投资是软化生计风险约束和降低生计风险的主要策略 ［３５］ 。 同时，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

民化的内在逻辑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在地理空间、实践时间、推进速度三个维度

上高度一致，从而有利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 ［３６］ 。 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实现“利益诱导的市

场型”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农民工通过“进城打工学习—积累创业资本—返乡创业实践”模式，
既可以为农民工自身的就地市民化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和实现平台，同时也为更多返乡农民工

就地市民化提供产业支持与就业机会，使有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可以借助返乡创

业，加快职业上“去体力化”和身份“去农民工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通
过创业实践形成既具有主动适应动机又具有主动适应能力的“主动型城市适应”模式 ［３７］ ，实现

经济状况、身份认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由农民工向市民的转换，从而实现“就地市民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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